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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话语体系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语言表征，包含了语言、思维、情感、道德和符号等多个层面的内

容，是政党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共识的重要工具。苏联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突出地表现为“胜利式话语”，

其强烈的社会鼓动性、情绪的群体渲染性和发展的肯定式判断，为苏联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提供了强大思想

动力。但在苏联社会内部矛盾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苏共意识形态面临三个“难以应对”的发展困境: 意识形态

发展的不断僵化难以应对开放社会多元意见的挑战; 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虚夸难以应对苏联社会心理挫折

的挑战; 意识形态“犬儒化”发展难以应对从革命到治理转型的挑战。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使苏联从封闭

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转型时期，“胜利式话语”反而为苏共消亡、苏联解体准备了社会思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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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y Discourse”and the Development Dilemma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Ideology

XUE Xiao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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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as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a political party’s ideol-
ogy，includes multiple levels of content，such as language，thought，emotion，morality and symbols，
etc． ，and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 political party to maintain internal unity and build consensu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s political discourse is greatly characterized by“Victory Dis-
course”，its strong social motivation，group emotional rendering，and positive judgment on social de-
velopment provide powerful ideological motivation for the Soviet Union to become a super power．
However，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the ide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s mainly faced with three development dilemmas that i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the
rigid ideology is hard to cope with the diverse opinions of an open society; the bluffing ideology is
hard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Soviet social psychological setbacks; the Cynicism ideology is
hard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volution to the governance． The“Victo-
ry Discourse”was totally counterproductive during the ther period of transition when Gorbachev star-
ted reforming and made the Soviet Union move toward an open society from a close society，and be-
came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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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知识和传播的工具，它也是权力的工具。”［1］( p114) 政治话语体系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语言

表征，包含了语言、思维、情感、道德和符号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是政党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共识的重要工

具。苏联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突出地表现为“胜利式话语”，其强烈的社会鼓动性、情绪的渲染性和

发展的肯定式判断，既是苏联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的强大思想动力，但是在苏联社会内部矛盾不断累积

的情况下，也造成了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从相当意义上讲，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胜利

式话语”反而为苏联共产党的丧失执政地位走向灭亡、苏联的解体培植了社会思想土壤。

一、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基本特征

意识形态话语是政党关于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认知的思想语言体现。不同的政党由于其政治

理念、组织结构以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话语特征。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

意识形态话语具有极其鲜明的阶级特征，集中表现为强烈的“胜利式话语”。“胜利式话语”既是苏联共

产党意识形态的语言特征，包含着道德的神圣性和动员的群众性，更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思维特

征，反映了其对社会发展认知的垄断性与排他性。具体来说，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基本特征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语言的论断式。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象，语言既是一种社会交往的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潜移默

化的社会规范。“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

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

明什么事件被当做过程，什么事件被当作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

人关系的观念。”［2］( p72) 在大众政治成为可能之后，不同阶层的语言总是被赋予不同的政治色彩，代表了

各个阶层对社会关系的不同主张。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而生成发展出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语言，就重新厘定了俄国社会的各种关系，规范了社会民众的行为

举止，引导着社会的心理发展。这种创造出来的“胜利式话语”的意识形态语言，具有简单明了、传播快

捷、易于记忆的特征。其在表现风格上具有预言式的论断性，在表述内容上具有强烈的肯定性，在表达

语气上具有不容置疑性。通过适时而又恰当的标语式口号来实现党对社会的全体动员，以调动和增强

社会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并号召苏联人民为之奋斗终身。“胜利式话语”在苏联共产党历次党代会

的决议、领导人的讲话、社会日常生活的话语交流等方面比比皆是。比如，在历次党代会的决议中，从斯

大林宣布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到赫鲁晓夫宣布初步实现共产主义，再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

义、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最后到戈尔巴乔夫的完善社会主义，等等。在苏联共产党的决

议中，苏联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而帝国主义总是腐朽没落的。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苏联是世界革

命的中心，共产党就是要砸碎一切旧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解放一切可以解放的革命力量。赫鲁晓夫叫

嚷着要“埋葬美帝国主义”时，苏联领导人以一种极其夸张的语言风格彰显着超级大国的强悍。在社会

日常生活中，“胜利式话语”为领袖、组织、人民、集体、牺牲、奉献等词汇注入了深刻的阶级政治内涵，锻

造了一颗颗社会主义革命的“螺丝钉”、一块块社会主义大厦的“瓦片”与“砖头”。可以说，论断式的语

言强化了苏联共产党对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真理的认知自信。
第二，思维的二元式。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或政治集团对社会发展总体认知的政治表达，其内在的政

治思维本身就包含着立场的不妥协性、观点的排他性和方法的简单化。作为这种思维体现的政治语言，

在其表述的内容与风格上都具有强烈的二元判断。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其思维特征而

言，集中体现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式思维，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讲就是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

说，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认知和宣传解释上，苏联共产党的一切观点和主张都是最终的且是唯一的

价值标准和规范要求。所以，由斯大林亲自审订颁布的《联共( 布) 党史》成为不可亵渎的社会主义“圣

经”。具体而言，“胜利式话语”的二元思维表现在对诸多重大而关键问题的认识上的唯一性。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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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上，“胜利式话语”表明: 苏联共产党关于共产主义的主张或学说就是唯一正确理

解，苏联共产党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始终遵循、不能背离的革命道路。在

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认识上，“胜利式话语”表明: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不是和平相处、和平竞

争、和平过渡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铁律。在关于国内政治生

活的认识上，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政权的执掌者，苏联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当然且唯一的政治代表，

它的意见和主张就是苏联社会意志的表达。谁若是反对苏联共产党，谁就是与人民为敌; 谁若是拥护苏

联共产党，谁就是人民之友! 可以说，二元式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胜利式话语”的政治内涵，使其

成为人们思考社会的本能反应。
第三，道德的神圣性。政治话语体系的嬗变，不仅是政治权力强弱更替的象征，更是政治道德的社

会重建过程。政治话语体系蕴含的社会道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新的政治话语体系总是

对旧有社会持总体性的道德批判，以此否定旧的政治权力存在的道德合理性; 另一方面，新的政治话语

体系在批判旧社会的基础上，必将根据自身的政治内涵及其逻辑重塑社会道德，以此来证明新的政治权

力存在的道德合理性。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其内涵而言，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政治道德的

神圣性。这种道德的神圣性主要来源于阶级、主义、组织等三个方面: 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按照苏联共产

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无产阶级是工业社会最有组织、最有纪律，饱受压迫之苦因而也是最为革命的

阶级。而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资产阶级来说，不仅用残酷无情的手段统治并压榨着无产阶级因而表

现出政治上的极端反动性，而且奉行金钱至上的社会准则因而表现出彻底的生活腐化和道德沦丧。可

以说，“胜利式话语”的道德神圣性，首先来源于创造了这种政治话语体系的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

锋队的历史角色。从主义的角度来说，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以后，引起了无论是资本主义

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大恐慌，其原因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包含了人类社会追求公正、平等、正义、
幸福等美好愿望，并指出了这种美好愿望并非空想，而是有其现实的阶级基础和道路途径，从而赋予了

共产主义信仰的道德正义力量和现实政治力量。“胜利式话语”的道德神圣性正是这种双重力量的集

中体现。从组织的角度来说，“胜利式话语”所彰显的政治道德的神圣性，不仅指政治生活中共产党员

单个个体的道德修养、道德表率，更是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组织性道德。这种

组织性道德，既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角色赋予的，也是苏联共产党高扬社会主义理

想信念的历史使命赋予的。可以说，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深刻道德印记，赋予了苏联共产党“胜利

式话语”的神圣性和纯洁性。
第四，情感的鼓动性。具有神圣性道德内涵的政治话语总是富于启示性、示范性和鼓动性。所谓启

示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总是以一种发现和掌握人类社会真理的预言方式，宣告其政治主张的不可阻

挡和实现的必然。所谓示范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往往是通过其政治组织的道德规范来赋予团体的

人格化道德内涵，并以其组织个体成员的道德实践来反哺和强化政治道德的社会印象，从而树立起政治

组织的道德楷模以引领和示范社会。所谓鼓动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不仅在内涵上由于其是以新阶

级、新道德来取代旧阶级、旧道德的必然进化而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而且在实践上也以其组织成员个

体鲜活的道德实践而赋予了这种政治道德的普适性与可模仿性。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

是这种情感鼓动性的集中体现: 一是在情感鼓动的表述内容上，“胜利式话语”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

描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引起苏联社会民众的情感共鸣，增强对国家建设成就和强国

地位的自豪感和自信感。二是在情感鼓动的主客关系上，“胜利式话语”把鼓动的重点放在苏联社会主

义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伟大的苏联人民

的胜利，从而在宣传鼓动的逻辑关系上使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三位一体的政

治共同体。三是在情感鼓动的表达技巧上，“胜利式话语”在注重营造整体社会氛围宏大叙事的同时，

也通过一系列技巧上的表达实现其对苏联民众的情感鼓动。这其中既包括简短有力、反映情感诉求的

标语口号，比如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赫鲁晓夫

“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等等。同时又通过对政治符号的革命性内涵重塑，比如遍布苏联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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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政治人物的雕塑、革命纪念日，等等，使其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乃至苏联民众日常生活的情感触发器，

培养和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与归属。
第五，符号的象征性。符号是包括神话、故事、传说、笑话、仪式、标识语等组成的象征体系，是意识

形态的形象表征。每个符号形式都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起到维护某种意义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功能，并

因此而再现统治关系。因此，通过象征符号的固定表达，能够形成和固化组织成员稳定的思维习惯。
“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

事实则会视而不见。”［3］( p89) 获取政权的政党总是借助于一些共有的或特殊的象征符号来整合社会的分

散意见，形成“共有意识”。同时，这些意识形态的符号本身又能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符号结构不仅

在组织成员中传播信仰、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本身也被视为是这些信仰、准则和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

分。”［1］( p106) 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通过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意涵的象征符号( 领袖、纪念日、特
殊词汇，等等) 来达成对社会意识的再造与重建。比如，关于领袖的象征塑造，通过革命性的历史叙事

和形象刺激( 比如列宁与哨兵的故事、苏联重要政治场所的列宁雕像、红场的列宁墓等) ，在不断凸显列

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优秀品格的过程中，列宁被不断地神圣化而受到苏联人民的顶礼膜拜，

并以此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正确性。关于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象征塑造，通过每年 11 月

7 日的红场大型群众性集会游行、苏联领导人发表纪念讲话、反映十月革命的电影、文学创作等形式，赋

予了十月革命极其丰富的政治内涵，以此象征布尔什维克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在于

它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是对资本主义道路否定后的人类发展道路的新选择。

二、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历史成因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形成与确立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那么，苏共意识形态的“胜利式

话语”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以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成因。
一是从理论渊源方面来讲，偏执于社会进化的刚律。“胜利式话语”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

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表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虽有曲折反复，但人类社会

发展进步到共产主义则是历史的客观必然。这一规律性描述赋予了无产阶级承担的政治使命，启发了

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指引了无产阶级前进的历史方向。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尽管社会主义

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它要从一种理论变成深刻的政治实践，却要面临各种极为复杂的社

会挑战。应该说，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舞了无产阶级为理想而努力的阶级斗志，也极大地激发了布

尔什维克的战斗意志，最终在俄国面临国内外危机条件下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军事

共产主义之后，列宁发现，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像涅瓦大道那样笔

直通行，必须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作为一种战略上的“退却”，很快激发和调动了俄

国社会的积极因素，促进了俄国社会的全面恢复。不过，新经济政策毕竟只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执政面

临内外交困环境下采取的暂时性措施，社会主义必然建成的神圣使命感仍然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

精神支柱。因此，当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赢得党内斗争胜利，取消新经济政策，宣布苏联能够一国建成社

会主义时，斯大林的理论主张至少在政治心理层面满足了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精神需求。此后，在一

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苏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集体化建设。尽管期间遭遇到了种种难

以想象的严峻挑战，但是，“胜利式话语”作为苏联共产党鼓舞苏联人民克服困难、牺牲奉献的意识形态

话语表达，仍然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鼓动、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
二是从革命经验方面来讲，偏好于跳跃式发展道路。“胜利式话语”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

由此而蕴含的政治优越性与使命神圣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由于无产阶级的

壮大及其政治上的日益成熟，西欧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意义。但是，落后的俄国能不

能发生社会主义却成为俄国革命者始终思考的问题。查苏利奇的疑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列宁领

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宣告俄国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时，查苏利奇的疑问得到了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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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回应。布尔什维克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推动和丰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

命的学说，为像俄国一样落后的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但是，布尔什维克马上又面临一个新的理论与实

践问题: 与马克思设想中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西欧的情况不同，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不

能建成社会主义即跨越“卡夫丁峡谷”? 列宁又以其卓绝的智慧、坚忍的毅力和灵活的策略，再一次向

世人证明了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可能。当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时，标志着跨越“卡夫丁

峡谷”的历史问题已经被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所解决。可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社

会实践中，布尔什维克及其后的苏联共产党以其付出的绝大牺牲不断地突破和拓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理论，在证明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一般道路发展铁律的同时，又刻意地表现出苏联共产党、苏联

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当这种特殊性与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民族心理融合在一起之时，其所发生的化

合作用对“胜利式话语”的形成又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雄踞欧亚大陆的俄国，一头在欧洲，一头在

亚洲，复杂而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培育和养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心理，即俄国的独一无二性和救世主

情结。这种民族心理的独特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创造

性的启示下，又不断得到强化和加持，进一步为其民族心理、政治心理披上了神圣的光环。于是，展现苏

联党和人民战胜困难、勇于胜利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结自然而然地弥漫于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

系之中。“胜利式话语”自然而然就成为既是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功能需要，又是普通党员和民众坚信

真理、坚持胜利的集体无意识的集中表现。
三是从内外环境方面来讲，偏爱于压迫式自我证明。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长久坚持意识形态宣传的

“胜利式话语”，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 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敌视，需要强化

苏联社会在思想上、精神上和心理上防御能力。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两个方面给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以致命打击: 一是宣告了在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压榨下，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都拥有革命这一神圣权利。
二是宣告了在资本主义道路之外的人类社会有了新的选择，社会主义成为人类走向公正幸福的发展新

路。可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成功，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所昭示

的社会主义真理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资本主义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影响，即资本主义是作为落后腐

朽的事物终将被社会主义新事物所取代。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恐慌，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全面扼杀

的措施，不仅加紧对苏联的封锁包围，企图以此摧垮苏联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更是通过精

神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全方位的立体宣传渗透，企图摧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大众的共产主义信仰，不战

而屈人之兵。为了抵制和对抗这种敌视而带来的强烈压迫感，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构筑和宣传上，

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持续长久宣扬来证明苏共领导的正确性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的真理性。在这场争夺人心的“冷战”中，敌我之间的角色定位、政治认同和阵营归属更加明晰确定、内
在冲突更加张扬凸显。得益于苏联社会的高度封闭和作为超级大国的民族情感，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

态宣传经过各种组织渠道得以持续顺利地强化着苏联社会的政治认同心理。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的

“胜利式”口号和标语就成为意识形态塑造的工具性选择。
四是从政治结构方面来讲，偏向于实践性平衡。一定的话语体系总是一定社会精神和实践的产物，

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可以说，社会结构通过制度性设计安排塑造了适应这一社会结构的话

语体系。而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则通过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及其日常话语表达的叙事内容、语汇重

点、先后顺序和语气强弱等，不断强化对社会大众的心理规训和语言服从，以使其适应并顺从于社会的

结构性强制安排。“胜利式话语”在本质上就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对群众型社会的管理理念以及由此而

决定的管理手段。高度板结而又易于组织的群众型社会是苏联社会的总体状态和基本特征。形成并确

立起群众型社会的原因，既有国家政治结构上的根本性因素，也有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这一关键性因素。
苏联虽然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联盟国家存在，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政治结构中奉行的则是

莫斯科与各共和国之间的中央集权制。莫斯科是国家政治的权力中心和组织枢纽，通过莫斯科的指挥

协调，各加盟共和国获得来自莫斯科的直接指令以用于指导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也是通过

莫斯科的统筹和协调，在经济布局、资源分配、文化发展等方面与其他共和国发生横向联系。在名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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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加盟共和国虽然拥有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来决定是否退出联盟的法律权利，但是，这一自决权利的有效

性不仅取决于通过法律程序产生的投票结果，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民族自决的意志是不是符合作

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根本意志。而这一判断的解释权则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所

拥有。作为统一组织存在的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得以在政治上存在发展的组织

保证。即使在党内人士对民族自决权提出疑问的时候，斯大林仍然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正是对党的充

分信任，斯大林认为只要苏联共产党保持团结统一，苏联这个联盟体就会保存。而要在宪法法律与阶级

革命之间维持这种政治平衡，就需要发挥意识形态这一社会“粘合剂”的作用。“胜利式话语”的作用就

在于它通过不断地渲染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成就，以此证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性，借以平衡和

弥补革命与法律的缝隙，使国家政治制度在实践中得以顺畅运行。
五是从理论发展方面来讲，习惯于党的一元化认知。“胜利式话语”作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决定论

内涵的革命语言，要求在话语风格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真理的客观性、必然性与苏共理论认知的预见

性、正确性。这种话语风格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作为肩负着解放全人

类使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苏联共产党———是人类社会真理的掌握者和历史任务的承担者，只

有苏联共产党才能完成开辟人类新路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从苏联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胜利式话

语”又是与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现实政治高度适应、高度融合。十月革命特别是斯大林上台执政以

后，不断加强党内和苏联社会的一元式高压统治，对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见往往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组织

化清理，最终酿成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殃及全党全国的大清洗运动，对苏联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难

以磨灭的影响。作为苏共意识形态表达的“胜利式话语”就以不断的胜利宣告着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性

和唯一性。党的意志逐渐成为社会的唯一意志，党的声音逐渐成了社会的唯一声音。整个社会开始服

从于习惯于党的一个意志、一个声音。正如列宁所言: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

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 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

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

先锋队地位的党。……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

地改变旧社会。’”［4］( p125 － 126)

三、“胜利式话语”与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

“胜利式话语”既是苏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同时又对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政治生活中，“胜利式话语”的刚性论断及其对其他社会认知的排斥性，使苏共的意

识形态发展越来越演变成为一种违背常识的自说自话。在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描述下，困难

都是可以克服的、目标总是能够实现的、人民的生活是更加幸福的。“胜利式话语”成功地吹起一个巨

大无比的气泡。但是，在内外压力都无法继续维持时，气泡破裂所带来的幻灭与失败，无疑成为戈尔巴

乔夫在改革之路上不断转向的思想渊源所在。具体来说，以“胜利式话语”为典型特征的苏共意识形态

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难以应对”:

首先，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僵化难以应对开放社会多元意见的挑战。“胜利式话语”是苏联高度封

闭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必然产物。这种高度封闭社会的形成是苏联与西方强国进行国际政治角力的

结果。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视，苏维埃政权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意识形态渗

透，为了维护和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意识形态为铁幕，隔断苏联社会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就成为一种

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同时，高度封闭的社会也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整体特征的表现。在斯大林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必须集中全国的资源和力量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

体化。根据这一任务需求，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就被迅速建立起来并不断得到扩大，对社会各方面

各领域的管理和控制更是细致严密。作为政府部门的苏联部长会议成立了几十个部委负责具体方面的

工作实施和计划指导，以至于一个工厂要生产多少产品都需要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根据苏联政治要求，

在苏共内部也成立了与之相应的部门以加强党对政府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党成为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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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中心。作为这一中心的精神体现，“胜利式话语”就成为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选择。正如乔治

·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对语言的政治作用所作的理解: 极权政体统治的基础在于创造一种特殊语

言，这种“新语言”的诞生只是为了禁止一切具有潜在颠覆性的观念。［5］( p163) 在苏联共产党的理解中，既

然党是社会的中心，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那么这也就证明了党对社会主

义理解是正确的。在这一认识的驱动下，苏共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对列宁主义旗帜下

的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证明、自我解释、自我正确。“绕圈子”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发展的一大

怪现象。但是，斯大林式的高压集权社会毕竟不能长久存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在工业化建设不

断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一代又一代享受物质生活的新人也逐渐培养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赫鲁晓

夫改革“解冻”的触动下，苏联社会开始了对党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反思。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成为

赫鲁晓夫以后苏联历届领导人高度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不管是压制打击还是驱逐出国，党的一元化

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受到挑战。当戈尔巴乔夫亲自给持政见异议者———萨哈罗夫院士

打电话时，就已经表明: 苏联共产党必须做好与在民主化、公开性旗号下唤醒的社会力量对话的准备。
但是，改革的历程却让人大吃一惊: 思想僵化的苏联共产党根本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多元社会。在各种

政治力量纷纷涌现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不仅掌握不了政治斗争的策略，更是丧失了斗争的政治信念。
思想僵化混乱而又束手无策的苏联共产党在内外交困中一步一步地走向瓦解和消亡。

其次，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虚夸难以应对苏联社会心理挫折的挑战。从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

讲，意识形态主要发挥着两个重要作用: 一是满足政党组织动员民众的精神需求。“意识形态通常被认

为是构建和重建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识形态研究乃

是考察社会结构中的统治权的中心课题。因为它被认为是统治结构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方式。评判统治

结构的方法之一便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考察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因为统治结构有赖于对人

的意识的支配而存在。……从这一角度看，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现实的符号结构起作用。而语言就像

‘牢房’一样地铸造个人意识。”［1］( p81) 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通过一系列

的话语解读，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在严密的制度设计中型塑着苏联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发挥

的第二个作用则是提供政党组织动员民众的动员手段。从动员手段来看，简单明了的“胜利式话语”，

可以迅速掀起民众的集体心理，从而凝聚社会力量，通过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任务，以显示苏共领导下

的苏联社会主义成就，巩固和增加党的威望。但是，苏共在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过分注重于民众对意

识形态的工具性需求，而忽视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精神性需求。十月革命既使俄国成了“一个立场颠

覆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又使俄国成为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型国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政治重造，共

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苏联民众精神需求的制度性规定。但是，在苏共“胜利式话语”之下，本来应该

与普通民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精神需求，却不断地被人为哄高。苏联民众的社会生活通过意识形态的宣

传灌输，生生地被分割为“宣传生活”与“现实生活”。在高压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苏联民众的思想意识

在“胜利式话语”的强制下，已经习惯于经过意识形态重新解读诠释的社会生活。但是，封闭的社会在

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松绑后，苏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同时，随着电视广播技术的迅猛发

展，人们对苏联内外部生活的见闻与思考也开始突破限制。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年代，苏联

社会进一步深入的对外开放更是加剧了苏联民众对生活的自我认知、自我理解。由此导致苏共意识形

态满足民众精神诉求的功能不断退化，最终只能是“自说自话”，见诸于材料上的“辉煌成就”。而与外

部世界联系的不断加深，在对国外的了解、认知和比较下，整个苏联社会遭受了严重的心理挫折。被宣

称已经过上了发达社会主义( 原来宣称为共产主义) 生活的苏联人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真的是生活在

“胜利式话语”营造的幻像之中! 以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瑞典访问的时候，不禁感叹: 这才

是真的社会主义! 当苏共的意识形态无法满足社会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时，“胜利式话语”构建的庞大语

言符号体系开始轰然倒塌。
最后，意识形态“犬儒化”发展难以应对从革命到治理转型的挑战。“胜利式话语”作为苏联共产党

对社会进行革命治理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与苏联群众型社会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群众型社会管理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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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特征就是社会动员的组织化、情绪化。通过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触角，

整个社会被分类吸纳进精心设计的各种组织机制之中。在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体制下，苏联共产党可

以通过启动这一组织机制，在情绪化的革命氛围营造中迅速动员社会。在政治实践中，社会动员的有效

性取决于适当的组织体系。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出于管理庞大国家的现实需要，按照科层管理要求建

立一整套官僚体制成为必需。尽管列宁曾经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

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

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6］( p363) 但是，严密的科层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并在政治生

活中按照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发挥作用后，其自身内涵的等级化、程序化和仪式化等组织要求和精神状态

就与党的革命化、群众性的社会治理要求发生抵牾。内在的精神张力在无法得到有效的社会纾缓的时

候，一种遵从官僚体制程序规则的意识形态变体———犬儒主义———开始弥漫于整个苏联体制内外。犬

儒主义实质上“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价值的精神，一种不仅驳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

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 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

还拒绝返身自顾，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7］( p8) 犬儒主义精神

的散播与受到隐秘的尊奉，恰恰就是苏联政治建制和政治实践本身出现了危机的症候。当苏联共产党

高扬的意识形态宣言从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完善社会主义一步一

步退却而又无法提供新的社会思想资源时，体制性的犬儒主义精神刺激并涵养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精神

状态。在苏联，“人们不满这个体制，并以各种形式表现他们的退缩: 犬儒主义，工作场所的偷鸡摸狗、
浑水摸鱼，自杀及广泛的酗酒等。由于斯大林式的恐怖主义早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有选择性

且有限制的压迫，意识形态的教化顶多只是一种官僚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审查。所以，一旦勃列日涅

夫的长期统治建立起一种常态和烦闷的生活形式之后，人们就学会如何对付这种体制，过自己的生活，

尽量利用它，敬国家而远之”。［8］( p2 － 3)

总之，苏联共产党及其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理论是苏联社会的团结纽带。一旦苏共及其意识形态本

身出现问题时，苏联社会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实践的教训说明，意识形态

只有在开放社会的环境中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与人民息息相关，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才能永

葆理论的长青和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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